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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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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社交媒体正在成长为一个具有特色的独立“王国” ,并且赢得数以亿计的

用户。 依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各种因素,特别聚焦中国市场

上不同地域和不同世代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该调查覆盖中国大陆 4172 个样本,发
现自我-品牌一致性是影响中国消费者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最重要的因素。 结果还显示

了社交媒体广告态度及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和代际间的差异。 文中将结果与

先前美国研究结果做比较,解释了文化间的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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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广告业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交媒体广告更是成为当前最重要广告形式之

一。[1]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博客,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都存在着大量广告,这些依托于社交媒体

平台的新广告形式被统称为社交媒体广告。[2] 社交媒体广告的发展不仅重构广告业态,也深刻改变

以传统媒体广告为研究对象的广告效果研究。 围绕社交媒体广告的效果研究将是未来社交媒体广

告理论建构的基石,是值得学界关注的基础性课题。 此外,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是高度异质化的,如若

在社交媒体上不加区分地对用户进行广告推送与投放,无疑会增加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反

感,甚至对广告产品、广告品牌与社交媒体平台心生厌恶,从而违背社交媒体广告投放的初衷。 因

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深入探究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广告态度的因素至关重要。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框架,借鉴泰勒( Taylor)等人 2011 年研究设计[3-4] ,探究

中国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并聚焦不同区域和不同世代的调节作用,以廊清中国社交媒体

广告态度的作用机制。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影响中美用户的社交媒体广告态度因素不尽相同,
这反映出中国大陆数以百计的社交网络站点成为全球互联网空间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拥有数以

亿计的用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交媒体文化[5] 。 笔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试图弥补前人研究不足,
并帮助企业和广告主深入了解中国市场和消费者。

一、文献回顾

要了解消费者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态度,首先要考虑他们的使用动机。 本研究以使用与满足理论

为基石,系统考察内容因素、结构因素、社会因素和障碍因素等对消费者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
鉴于不同群体或文化背景中的用户有着不同动机,这些动机的实现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也会

因文化和群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别。 例如,荣格等人研究发现,同伴影响对韩国社交媒体广告的影响

最为显著[6] ,但是这一因素在美国的影响(泰勒的文章中)并不如此强烈。 故此,本研究将中国社交

媒体用户的异质性纳入考察范围之中,通过揭示在中国语境下影响社交媒体广告的一些独特特征,
尝试为丰富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做出贡献。 同时,广告学研究倾向于探索可能影响广



告态度的人口统计和心理因素,以便为创意设计和媒体规划提供决策依据。[7]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代际和地区差异较大,用户使用媒体的欲望和需求也不尽相同。[8] 为深入理解影响中国消费者对社

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前置动因和调节因素,研究者将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交媒体

用户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提出假设,以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来解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消费者对社交

媒体广告的态度,以及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差异。
(一)内容因素:感知信息性与娱乐性

在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研究中,与广告内容相关的两个因素———感知信息性与娱乐性,被认为

是决定性的影响变量。[9] 为吸引观众,社交媒体广告的内容设计能够容纳各种类型的信息(如产品新

闻、用户生成内容、口碑、专家产品评价等)和娱乐内容(搞笑视频、游戏、娱乐节目等) 。[10] 交互性是

社交媒体的一个主要优势,被赋权的消费者可以搜索和收集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信息,包括商品信

息。[11] 广告早期的功能主要是将产品信息广而告之,以方便消费者做出选择。 广告向消费者提供功

能性信息,是消费者积极评价广告的主要原因。 作为广告的一种,社交广告也需要让消费者充分、准
确地感知产品相关信息。 因此,我们假设:

H1:社交媒体广告的感知信息性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信息提供了实用价值,他们观看广告的体验也很重要,这是广告为何需要创

意的原因。 社交广告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娱乐和放松[12] ,而令人愉悦的广告能够给消费者的广告态

度带来正面影响。 人们享受的感觉在观看广告的整体态度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13] 。 调查显示,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两个最主要行为就是休闲娱乐和资讯获取[14] ,当用户的娱乐动机获得满足时,
他们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态度可能随之趋于正面。 因此,我们假设:

H2:社交媒体广告的感知娱乐性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二)结构因素:生活质量与时间结构化

社交媒体方便易得,一直被人们用于度过非结构化的、碎片化的时间和消除无聊。[15] 在中国,用
户使用互联网的效用包括改善生活质量、减少压力和享受。[16] 因此,社交媒体满足了消费者利用碎

片化时间的需求,并将消费者从现实压力中解救出来,从而使消费者感知到生活质量的提升。 这些

好处不仅增加了消费者对社交媒体的好感,还可能改善他们对于社交媒体广告的态度。[17] 虽然提升

生活质量和时间结构化会对社交媒体广告产生积极影响的假设并未在泰勒等人的研究数据中得到

支持,但我们预测,这一假设在中国市场可能会得到验证,因为中国人更可能依赖社交媒体以提高生

活质量和利用碎片化时间。 WPP 旗下的调研公司凯度连续五年发布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

中国消费者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逐渐趋向积极,积极影响指数从 2017 年的 79. 8
上升到 2018 年的 80. 6。[18] 中国人在吃饭,甚至上厕所的碎片时间也会刷手机。[19] 因此,我们假设:

H3:社交媒体改善生活质量的感知价值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在结构化的时间中使用社交媒体,意味着用户将参与这一活动视作日常生活的例行事项。 例

如,用户经常在早上登录社交媒体账户,甚至设置了查看消息、上网冲浪等其他活动的日程安排。 中

国人也把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调查显示,63. 3%的中国受访者每天浏览社交媒体

1 次以上,61%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 30 分钟。[20] 许多人有饭前给美食拍照发朋友圈的仪

式,曾在网上引起热议。 泰勒认为,这种仪式化的使用可能会提升消费者对社交媒体广告产生好感

的可能性,因为它成为一个结构化的时间阶段,并暂时地触发了消费者与社交媒体的部分互动。 因

此,我们假设:
H4:社交媒体在结构化时间上的感知价值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呈正相关

(三)社会因素:自我-品牌一致性和同伴影响

消费者面对广告信息时做出的反应与他们的自我认同相关。 在观看广告时,消费者倾向于将广

告内容与其自身相联系来评估其有用性。[21] 当消费者感觉到广告中所反映的正是其自我认同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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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入理解和自愿传递广告信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2] 换言之,消费者借由广告实现了自我认同的

强化。 自我-品牌一致性是指一个品牌的价值表达属性(如产品 / 使用者形象)与消费者自我形象的

一致程度。[23] 消费者在广告中感知到的品牌价值 / 形象与其自我价值 / 形象一致性程度越高,对广告

的态度就会越积极。[24] 与传统广告形式相比,社交媒体广告不再是简单的广而告之,而是围绕消费

者的情感认同展开。 “传统广告更多的是告诉受众(我们的)品牌是什么样的,而社交广告则是让受

众认为(我们的)品牌是什么样的。” [25] 通过个性化和人格化的建设,社交媒体广告将自己塑造成有

血有肉、富有个性和情感的人,并通过计算科学对用户自我呈现内容和行为进行分析,寻找个性趋同

和价值认同的人群。[26] 由于社交媒体广告更贴近消费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能够增强消费者与品

牌之间的情感联系[27] ,提升消费者的广告态度。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5:社交媒体广告的感知自我-品牌一致性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人际效用是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形成团体认同需要不同类型的体验,社
交媒体可以促进这些体验,通过指定某些人为“朋友”或接受“朋友”或“跟随者”的要求,承认自己是

他们的社会群体的一员,比如创建和上传记录团体经历的图像和视频是记录共同历史的方法[28] ;另
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很多内容都是用户自主生成的,阅读朋友和其他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一种仪

式化的行为,比如通过点赞和评论朋友圈来维系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人们经常将社交媒体作为维持

或丰富人际关系的工具。
同时,在获取人际效用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来自同伴发布的内容的影响。 在社交媒体中,用户会

发布、分享生活与消费经验[29] ,这无疑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社交需求,他们因此会对社交媒体产生积

极态度。 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态度可能转化为对社交媒体广告的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消费者更倾向

于相信口碑和用户生成内容,这也是社交媒体上内容的主要构成。 消费者因此更有可能将社交媒体

视为非广告商赞助的免费媒体,并可能对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有更高的信任度。 因此,我们假设:
H6:社交媒体上的同伴影响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尽管各国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相似,但这些动机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 泰勒等人在美国

的研究显示,娱乐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然而,对社交媒体使用的跨文化研究表明,美国用户更注

重娱乐,而东亚用户更注重社会支持。[30] 例如,中国大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使他们的自我表露程

度比美国大学生更深。[31] 他们倾向于从现有的社会关系中寻求社会支持,实现自我强化。 以点赞为

例,人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收获大量“赞” ,其带来的精神愉悦感跟吃巧克力或赢钱类似。[32] 在社

交媒体上,人们获得的点赞比现实生活要多得多,对于含蓄的中国人来说,当面夸奖比较难以做到,
但对社交媒体上点赞的举手之劳却很狂热。 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更适合于中国这种关系导向、集
体自我的文化,这可能是社交媒体在西方显“老态” ,在中国却依然火爆[33] ,并且推陈出新,出现了像

抖音、快手等新平台的原因。 既然中国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更深度地呈现自我,并且更追求从朋友

圈获得他人对自我的肯定,那么他们感知到的社交广告中自我与品牌的一致性越强,意味着品牌对

自我的强化程度越高,对广告态度的影响系数可能会更高。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假设:
H7:与美国相比,中国情境下自我-品牌一致性因素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正向影响会增强,感知娱

乐性因素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四)障碍因素:感知侵犯性与隐私担忧

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赋予消费者更多的主动权,消费者将之视为朋友圈的私人

领地,这也使得消费者不愿在私人空间中被轻易打扰,反之,则很容易致使消费者感知侵犯,并对此

产生消极态度。 泰勒等人的研究中,当消费者在私人领地上从事跟社交相关的活动时,无关的广告

干扰了他们的目标活动,会让他们感觉受到侵犯。 这种侵犯性会激怒消费者,让他们对广告采取消

极的态度。 当消费者普遍感知这种平台上的广告具有侵犯性时,他们就会对社交广告持负面的评

价。 因此,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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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社交媒体广告的感知侵犯性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负相关

隐私担忧被定义为消费者对他们在线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信息如何被获取及使用的关注。[34] 社交

媒体经常要求用户在注册时提供一些他们的个人信息,商家会记录他们消费或交易的信息,为了增

加对用户的了解,许多跟踪软件甚至监视消费者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 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收集、
储存和使用知之甚少,许多软件或平台在安装或注册的承诺书中暗藏这类信息的授权,消费者在匆

忙和不知情的“同意”之后对这些信息丧失了控制权。 社交平台本身拥有用户的所有在线数据,为了

帮助广告主更精准地投放,他们会把用户使用的行为数据、朋友圈内容,甚至群里对话和私信进行分

析,以便“投其所好” 。 当敏感的消费者接收到这种广告时,会引发隐私担忧。 隐私担忧不仅会降低

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正面态度,而且会降低用户对该平台上发布的广告的评价。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9:对社交媒体 / 社交媒体广告的感知隐私风险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负相关

(五)社交媒体广告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城市和农村代表了特定社会中两种截然相对的生活方

式,前者是开放的、现代的、世俗的,而后者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 新媒体技术通常首先被城市

地区采用,然后扩散到农村地区。 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通常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
更多的经济活动和机会。 诸多研究显示,中国城乡在收入、健康、道德以及其他生活面向上都存在较

大差距[35] 。 中国城乡消费者在消费模式[36] 和决策行为[37] 上也存在重大差异。 本文将城市划分为

不同的层级,将中国市场“切割”成不同层级的区域市场集群来进行研究。
中国的城乡差别甚大,数字技术价格的可承受性和农村用户的教育水平是数字鸿沟形成的重要

原因。[38] 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社交媒体的覆盖率和使用时间低于中大型城市地区。 城乡数字

鸿沟的存在表明,与城市用户相比,农村及城镇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广告提高生活质量的程度可能要

小得多。 农村及城镇用户受生活质量这一变量的影响可能更大。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及城镇的人

情味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影响要大得多。 与城市用户相比,农村及城镇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的

态度受同伴影响更大。 据此,提出假设 10 和 11:
H10:生活质量因素对农村 / 城镇用户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显著强于城市用户

H11:同伴影响因素对农村 / 城镇用户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显著强于城市用户

(六)社交媒体广告决定因素的代际差异

从理论上讲,任何代际间差异都可归因于一个生物学过程:衰老。 但是,一些对不同世代在同一

年龄点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而非生物学过程的影响。[39] 基于社会化和稀缺性假

设,代际传递理论认为,不同代人的基本价值观从根本上受到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

响。 因此,在社会经济状况差的时期长大的一代人更多受到生存性价值观的影响,而在社会经济状

况良好时期长大的一代人在观念上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8] 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塑造了每一代人不

同的心理特征。 例如,沃尔伯格和波克赖辛斯基认为 X 一代(1961 ~ 1972 年出生在美国)和 Y 一代

(1977 ~ 1994 年出生在美国)在媒体消费方面有着不同的动机与需求。[40] 此外,不同世代人所接触的

通信技术也不同。 这些心理和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代际差异可能会使影响人们对社交媒体广告的

态度的因素也呈现出代际差异。
过去 40 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不同代际群体之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十分显

著。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划分出了四个代际:①前经济改革世代:成员出生于 1976 年之前,因
其共同经历,往往持有集体主义和保守的价值观;②经济和社会改革初代:成员出生于 1976 年至

1986 年;③综合经济和社会改革世代:成员出生于 1987 年至 1993 年;④全球物质主义世代:1993 年

后出生。[41] 最后这一代人是中国的数字一代,他们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持开放态度,倾向于持有物

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 不同世代对媒体表达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偏好。[42] 年长世代更加集体主

义,而年轻一代更加个人主义,这意味着较老的世代更愿意影响他人或被他人影响。 由此提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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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2:
H12:同伴影响对年长用户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显著大于年轻用户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为触及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社交媒体用户,尤其是在本文关注的年龄和地域变量上有多样化

和丰富性的样本,我们委托中国一家综合性调查公司(问卷星)为本研究进行大规模调查。 问卷星的

数据库包含 260 多万互联网用户的详细信息。 筛选问题被用以识别所有熟悉或使用至少一种社交

媒体的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从每个城市中随机抽取的。 首先,针对中国用户社交媒体行为的地域

差异,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分布在全国 23 个省、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 根据《第一财经周刊》
2016 年编制的城市分级表,这些抽样城市可分为 6 个等级。 考虑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的社交媒体用户比例更高,其他层级城市(例如牡丹江市、西宁、烟台)的用户比例更低,在每个

一线城市抽样 200 名调查对象,在其他层级城市抽样 100 名。 其次,为 18 ~ 40 岁的社交媒体用户设

置了相对较高的样本比例,为 40 岁以上或 18 岁以下的社交网络用户设置了较低的比例。 最后,我
们平衡了各个城市和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比例。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泰勒等人在美国的样本分布情

况,以便将在中国的研究结果与他们在美国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最终获得样本总数为 4172 个。
表 1 显示了样本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按区域、世代和性别划分的样本分布。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学描述(N= 4172)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性别

世代(年龄)

城市等级

男 2088 50%

女 2084 50%

15 ~ 17 149 3. 6%

18 ~ 22 917 22%

23 ~ 29 1216 19. 1%

30 ~ 40 1202 28. 8%

41 ~ 50 545 13. 1%

51 ~ 60 117 2. 8%

61+ 26 0. 6%

一线 1069 25. 6%

新一线 740 17. 7%

二线 790 18. 9%

三线 110 2. 6%

四线 916 22. 0%

≤五线 547 13. 1%

教育程度

社交媒体使用

(小时 / 周)

社交网络参与(月)

初中 161 3. 9%

高中 498 11. 9%

大学本科 3117 74. 7%

研究生 396 9. 5%

0 ~ 6 1172 28. 1%

7 ~ 12 944 22. 6%

13 ~ 18 612 14. 7%

19 ~ 24 470 11. 3%

25 ~ 30 364 8. 7%

31+ 610 14. 6%

0 ~ 12 210 5%

13 ~ 24 245 5. 9%

25 ~ 36 492 11. 8%

37 ~ 48 527 12. 6%

49 ~ 60 524 12. 6%

61+ 2174 52. 1%

　 　

本研究中的年龄范围(22 岁以下;23 ~ 29;30 ~ 40;40+)与四个代际的划分相符。 在城市评级上,
采用了中国权威媒体《第一财经周刊》编制的 338 个中国城市名单。 除了收集人口统计数据,本研究

还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调查对象的计算机技能和社交媒体知识进行评分,以评估他们提供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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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能力。 技能的平均得分是 3. 60,只有 2. 4%的人技能非常薄弱(10) ,0. 4%的人技能薄弱(2) 。
知识的平均得分是 3. 40。 大多数受访者是具有相关知识储备的社交媒体用户。 使用情况和参与率

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对社交网络的参与处在高度或中度水平。
(二)测量与效度检验

研究者使用 AMOS
 

21. 0 对被载入的所有项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数据结果表明,该计量模型

具有很好的拟合性:χ2 = 4715. 15,df = 753,CMIN / DF = 10. 27;IFI = 0. 95,TLI = 0. 94,CFI = 0. 95,RM-
SEA = 0. 05,RMR = 0. 04。 以往研究表明样本量较大,是导致 CMIN / DF 比值较高的原因[43] 。 本文进

而随机选用较小的子样本( N = 500)检测同一模型时,该比值( CMIN / DF)显著下降,并保持在推荐值

3 以下。
研究者对问卷变量效度进行了检验。 首先,每一对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所有理论上提

出的相关性均为显著并符合预期方向(见表 2) 。 其次,所有 VIF 值均低于 2. 5,符合小于 10 的推荐

值。 之后对聚合效度进行检验。 首先,每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都非常显著( p<0. 001) ,且
数值很大(33 个项目中的 29 个负荷大于 0. 70) ,都超过了推荐的最小负荷值 0. 50[44] 。 其次,复合信

度在 0. 75 ~ 0. 90 之间,AVE 在 0. 51 ~ 0. 71 之间[45] 。

表 2　 变量相关性与数据总结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信息性 0. 781

2. 娱乐性 0. 589�� 0. 840

3. 自我-品牌一致性 0. 521�� 0. 704�� 0. 810

4. 同伴影响 0. 476�� 0. 417�� 0. 427�� 0. 780

5. 侵犯性 -0. 028 -0. 119�� 0. 003 0. 054�� 0. 760

6. 隐私担忧 -0. 309�� -0. 463�� -0. 513�� -0. 418�� -0. 009 0. 814

7. 生活质量 0. 459�� 0. 369�� 0. 372�� 0. 636�� 0. 055�� -0. 330�� 0. 768

8. 时间结构化 0. 438�� 0. 414�� 0. 430�� 0. 614�� 0. 103�� -0. 390�� 0. 643�� 0. 716

9. 社交媒体广告态度 0. 520�� 0. 677�� 0. 697�� 0. 439�� -0. 039� -0. 508�� 0. 375�� 0. 426�� 0. 777

平均值 3. 62 3. 24 3. 04 3. 62 3. 20 3. 22 3. 75 3. 50 3. 16

标准差 0. 77 0. 91 0. 88 0. 77 0. 81 0. 98 0. 74 0. 77 0. 77

克伦巴赫系数( α) 0. 81 0. 88 0. 83 0. 85 0. 87 0. 85 0. 81 0. 73 0. 90

组合信度 0. 824 0. 878 0. 851 0. 860 0. 870 0. 855 0. 811 0. 752 0. 901

　 　 注:�p<0. 05,��p<0. 01;对角线元素为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

然后评估构念的区分效度。 首先,通过一组度量模型分析每一对构念,两个构念存在或不存在

固定统一的关系。 模型中 36 组构念,每组的无约束模型卡方统计量均显著低于各自的约束模型卡

方统计量(卡方差异范围在 342. 71 ~ 2522. 72 之间,df = 1,p< 0. 001) 。 其次,提取的平均方差大于

0. 5,每个构念的 AVE 平方根大于构念之间的相关性。 表明本研究中测量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

效度。
所有自我报告的数据都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变异。 共同方法变异会引起测量误差,对数据变量间

的关系造成干扰。 这些误差可能根源于量表类型、填答格式和语境。 研究者首先进行了哈蒙( Har-
mon)单因素检验。 结果表明,单因素的模型仅解释总方差的 34. 82%,说明共同方法的影响不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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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调查结果的重要干扰因素。 为了进一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研究者在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中添加一个共同方法因子( common
 

method
 

factor,CMF)进行额外测试。 然后,将 CMF 模型的结

果与排除“同一来源”因素的同一模型结果进行比较。 两种模型间无显著性差异(标准化估计系统、
相应的统计显著性) 。 以上分析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影响不大。

三、研究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数据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 χ2 = 4715. 15,df = 459, CMIN / df = 10. 27; IFI =
0. 95,TLI = 0. 94,CFI = 0. 95,RMSEA = 0. 05,RMR = 0. 04) ,卡方值显著( p<0. 01) 。 图 1 给出了结构

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和相应的显著水平。 两个关于广告内容的构念(信息性和娱乐性)均显著正

向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态度(信息性:β = 0. 08,p< 0. 001;娱乐性:β = 0. 20,p< 0. 001) ,H1 和 H2 得到

支持。

图 1　 全样本路径估计

注:���p<0. 001,��p<0. 01,�p<0. 05,†p<0. 1,ns 不显著

第二组假设预测生活质量(将社交媒体参与视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和时间结构化(将社

交媒体参与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结构化时间的一种方式)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但是数据结

果表明,各路径均没有达到显著性(生活质量:β = -0. 02,p = 0. 50;时间结构化:β = 0. 03,p = 0. 39) ,
H3 和 H4 并未得到验证。

接下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两个社会因素均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态度(自我-品牌一致:β =
0. 38,p<0. 001;同伴影响:β= 0. 07,p<0. 05) 。 结果支持 H5 的观点,即消费者感知广告品牌的针对

性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致性(自我-品牌一致性)的程度与社交媒体广告态度正相关。 H6 也得到

验证,即社交媒体参与能够带来社交愉悦感(同伴影响) ,且与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态度正相关。
对照本文研究发现和泰勒等人的研究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中美两国之间关于社交媒体广

告态度的影响因素间存在差异。 自我-品牌一致性在本研究中的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程度更

强,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受众(β自我-品牌一致性_中国 = 0. 38)比美国受众( β自我-品牌一致性_美国 = 0. 09)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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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追求自我强化,更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包括品牌对自我的肯定。 鉴于我们只是将本研究在中

国的结果与泰勒在美国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而非直接在同一研究中比较两种文化的数据,所得到

结论需要进一步在同一个研究中同时调查两国样本进行检验。 此外,即使在中国样本中,本文也发

现了中国消费者更注重社会因素的证据:社会因素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比内容更重要。 具体

而言,自我-品牌一致性的标准化系数(0. 38)更高,娱乐性的标准化系数(0. 20)更低。 为了检验显

著性,我们加入了结构权重约束(限制两个因素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相同)来检验自我-品牌

一致性与娱乐性之间的结构系数是否相等。 卡方统计结果显著( Δχ2(1) = 19. 90,p<0. 001) ,表明默

认模型与约束模型存在差异。 两个路径的临界比值显著( z = 4. 40,p<0. 01) 。 因此,H7 得到了支持。
就阻碍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接受态度的因素而言,隐私担忧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 β = -0. 09,p<

0. 001) ,H8 得到验证。 但侵入性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仅存在边缘显著的影响(β= -0. 03,p = 0. 09) ,
H9 未得到坚实的支持。

在检验影响因素和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调节因子之前,我们首先检测了按世代、城市层级和性

别划分的样本分布。 除了三线城市的样本量大幅小于其他层级城市,每个子集的样本量都是合理均

衡分布的。 因此,研究者将三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样本合为一组进行统计分析。
(一)地区调节作用

结合《中国商业新闻周刊》划分的中国 6 个等级的城市和本文样本构成情况,笔者将样本分成 5
个城市层级,其中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因为样本量较小合并在一起。 研究者使用 AMOS

 

21. 0 进行结

构方程模型的多组分析,对城市用户和农村用户的结构差异进行正式测试。 研究首先允许对一线城

市用户和五线及以下城市用户的结构系数进行自由估计,以检验结构不变性。 释放结构系数约束,
卡方统计量为 2973. 43(df= 918) 。 添加结构权重约束以测试一线城市和五线及以下城市用户之间

的结构系数是否相等( χ2 = 2990. 01,df = 926) 。 卡方统计差异显著( Δχ2(8) = 16. 58,p = 0. 03) ,表明

一线城市和五线及以下城市用户之间的路径估计是不同的。 临界比率检验证实了一线城市用户和

五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在生活质量(临界比率 = 2. 65)和同伴影响(临界比率 = 2. 57)上具有不同路径。
生活质量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在一线城市不显著( β = 0. 07,p>0. 3) ,但在五线及以下城市产

生显著负面影响( β = - 0. 28,p = 0. 01) 。 同伴影响对五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的影响( β = 0. 29,p<
0. 01)强于一线城市消费者(β= 0. 02,p>0. 7) 。 这些结构表明,H10 和 H11 得到了支持(见表 3) 。

表 3　 城市层级的调节作用:路径估计

社交媒体广告态度
一线

N = 1069
新一线

N = 740
二线和三线

N = 900
四线

N = 916
五线及以下

N = 547

信息性 0. 09� 0. 03ns 0. 12�� 0. 03ns 0. 14��

娱乐性 0. 20��� 0. 20��� 0. 16��� 0. 20�� 0. 27���

生活质量 0. 07ns -0. 02ns -0. 03ns -0. 02ns -0. 28��

时间结构化 -0. 01ns 0. 08ns -0. 02ns 0. 08ns 0. 07ns

自我-品牌一致性 0. 37��� 0. 38��� 0. 45��� 0. 38��� 0. 33���

同伴影响 0. 02ns 0. 04ns 0. 10ns 0. 04ns 0. 29��

隐私担忧 -0. 10��� -0. 08�� -0. 08�� -0. 08�� -0. 11��

侵犯性 -0. 01ns -0. 04ns -0. 07ns -0. 04ns 0. 01ns

　 　 ���p<0. 001,��p<0. 01,�p<0. 05,ns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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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际调节作用

根据前文中国消费者世代的划分标准,笔者将调查对象被分为四个代际群组:①前经济改革世

代(40 岁以上) ;②经济和社会改革初代(30 ~ 40 岁) ;③综合经济和社会改革世代(23 ~ 29 岁) ;④全

球物质主义世代(15 ~ 22 岁) 。 研究者同样使用 AMOS
 

21. 0 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分析,正式

检验了全球物质主义世代(15 ~ 22 岁)与前经济改革世代(40 岁以上)间的结构差异。 我们做了两种

情况下的卡方差异检定:①限制全球物质主义世代和前经济改革世代的子组每条路径系数相等( χ2 =
3129. 12,df= 926) ;②不限制全球物质主义世代和前经济改革世代的子组每条路径系数相等( χ2 =
3107. 83,df= 918) 。 卡方检验差异显著( Δχ2(8)= 21. 28,p<0. 01) ,表明全球物质主义世代和前经济

改革世代的路径估计存在差异。 临界比测试证实了这两代之间的路径估计在结构化时间

(β全球物质主义世代 = 0. 14,p<0. 1,β前经济改革世代 = -0. 11,p<0. 1,临界比率 = 2. 17)和同伴影响( β全球物质主义世代

= -0. 03,p>0. 2,β前经济改革世代 = 0. 15,p= 0. 01,临界比率 = 2. 13) 。 H12 得到支持。

表 4　 代际调节作用:路径估计

社交媒体广告态度
15 ~ 22

N = 1066
23 ~ 29

N = 1216
30 ~ 40

N = 1202
>40

N = 688

信息性 0. 06ns 0. 13�� 0. 06ns 0. 09†

娱乐性 0. 21��� 0. 16��� 0. 25��� 0. 19���

生活质量 -0. 05ns -0. 09ns 0. 02ns 0. 05ns

时间结构化 0. 14† 0. 06ns -0. 05ns -0. 11†

自我-品牌一致性 0. 39��� 0. 41��� 0. 36��� 0. 41���

同伴影响 -0. 03ns 0. 09† 0. 12† 0. 15��

隐私担忧 -0. 12��� -0. 09��� -0. 07�� -0. 06�

侵犯性 -0. 04ns -0. 03ns 0. 00ns -0. 07†

　 　 ���p<0. 001,��p<0. 01,�p<0. 05,†p<0. 1,ns 不显著

四、讨论

本研究为理解在中美两国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重点关注了中国市场

区域和代际的调节作用。 使用与满足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态度。 研究结

果证实,当社交广告能够满足用户的动机和需求时,满意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对社交媒体广告持积极

态度。 但是,不同国家的消费者上网和观看广告的动机有所不同,影响社交媒体广告整体态度的因

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因此变化。 具体来说,中国消费者注重自我-品牌一致性,其次是娱乐性;而美

国消费者注重娱乐性,其次是信息价值。 从消费者需求来看,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美国用户更注重

在社交平台上获得娱乐,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东亚用户更注重获得社会支持。 社交网络虽然起源于

美国,却在中国发展更快。 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社交媒体平台本身与中国社会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十

分适配。 广告主在不同国家也会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广告沟通策略以满足各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例如,Zhang 和 Tao 等人的研究显示,国际品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主要采用社会情感导向

策略,而在美国更多采用任务导向型策略。[46] 前者倾向于塑造品牌的拟人化形象,从而吸引消费者

并与之建立沟通互动的关系;而后者则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解决问题的信息、观点与建议。 此外,自
我建构理论将自我分为独立自我和相依自我,在任何文化背景下,个体身上都同时存在两种自我建

构,但受主流文化影响,个体会由某种自我建构主导并表现出稳定的自我取向。[47] 美国文化信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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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独立自我是主导自我;中国文化信奉个体相互依赖,相依自我是主导自我。 相依型自我在社交平

台上追求来自他人的肯定,以获得自我强化。 他们感知到的社交广告中自我-品牌一致性越高,意味

着品牌信息有助于他们的线上社交,对社交广告的态度就越积极。
在中国,成功的社交媒体广告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交媒体用户提供自我-品牌一致性、娱乐性

和信息价值。 自我-品牌一致性对社交媒体广告积极态度的影响强度几乎是娱乐性的两倍,是信息

价值的五倍。 因此,在中国做社交媒体广告应善于使用自我-品牌一致性这一因素对消费者的积极

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社交广告案例,如麦当劳推出“我的高考准考

证” ,以及人民日报在建军节推出“我的军装照”等。 中国消费者的自我是一个相依性的、集体主义

的自我,追求价值观趋同的共鸣。 这为广告内容的选择和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力指引。 当然,在发

挥自我-品牌一致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本研究结果也提醒社交媒体管理者应该谨慎对待隐私问题。
如果中国用户感到他们的个人数据被社交媒体或社交媒体广告收集是不安全的,这将对他们的广告

态度产生灾难性的负面影响。 收集用户数据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精确定位目标受众,但也可

能带来隐私风险。
城市层级的调节效应假设为我们理解中国消费者在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提供了见解。 这种城

市层级异质性的廓清有助于广告更加有效的投送,区位差异的存在提醒广告经营管理者需要注意地

理空间的影响,进而针对不同城市层级选择适当的广告进行投放。 农村及小城镇用户(五线及以下)
越是认为使用社交媒体会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对社交广告的态度就越负面。 而对四线城市及以上的

用户来说,这个变量对社交广告态度没有显著性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农村 / 城镇是一个熟人社会,要
依靠社交媒体来提高生活质量的用户,其线下生活可能并不如意,购买力也比较低,社交媒体广告对

他们来说意义不大,更有可能被认为是恼人的干扰。 对商家来说,在下沉农村和城镇市场的时候要

注意那些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的用户。 另一项发现是,那些觉得社交媒体很“酷”且将其推荐给朋友的

农村 / 城镇用户会对广告持积极态度。 在熟人社会中,这部分用户充当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对商家而

言,加强农村 / 城镇市场的口碑传播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代际调节效应假设为我们理解不同世代的中国消费者的异质性提供了洞察。 前经济体制改革

世代成员认为社交媒体很新潮,并将其推荐给朋友,对社交媒体广告持积极态度。 老年人群体中较

低的互联网普及率和他们所持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解释这一结果。 对商家而言,加强前经济改

革世代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的在线口碑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意外的、接近显著的发现是:青少

年越是将上网时间结构化,对社交广告的态度越积极;而中老年人却相反,越是觉得上网时间结构

化,对社交广告的态度越消极。 这可能跟他们的价值观有关系,青少年一代比较物质主义,消费欲望

强烈,而中老年人相对注重节俭,消费欲弱。 对商家来说,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老一代,选择社交平台

投放广告或不是明智之选,可以选择传统媒体投放;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全球物质主义一代,社交平台

是很适合的投放平台。 这些观点需要在将来进行进一步检验。
结合城市层级和代际差异等因素,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社交媒体广告不同态度用户的

“用户画像” ,这为社交媒体广告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作为广告经营者,应该

充分考虑用户的既有态度,进而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进行广告投送。 换言之,对社交媒体广告表现

出积极态度的消费群体应该是广告经营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人群,因为针对这部分群体进行广告投

放所产生的转化率无疑应该是最高的。 因此,如何利用好这个群体,是当前广告经营者们需要重点

思考的问题。

五、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为今后我国社交网络用户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样本偏向于年

轻一代、城市用户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因此还未能了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用户的态度,未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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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上实现多样化和丰富性。 未来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对老年人、农村用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人群进行研究,把受教育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加以研究。 其次,与传统广告形式相比,社交媒

体广告形式更加多样化和异质化,人们对社交媒体广告的总体态度也更加难以评估。 以后可以本研

究中的模型为基础,对特定类型的社交媒体广告展开探究。 最后,为了与泰勒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

比较,本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他们的模型,有可能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变量,如收入、宗教、婚姻状

况、职业等。 这些变量对广告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都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

步探讨。 例如,什么样的社交媒体广告会被用户认为是“侵袭性”的? 什么样的社交媒体广告又会被

认为是“娱乐性”的? 社交网络如何在精准营销和隐私保护之间保持平衡?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调查,
为中国背景下的研究提供基本参照,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未来研究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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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networking
 

sites
 

( SNSs)
 

in
 

mainland
 

of
 

China
 

are
 

growing
 

into
 

an
 

independent“
 

king-
dom”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ers.
 

In
 

light
 

of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this
 

article
 

address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NA
 

attitudes,with
 

a
 

focus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gion
 

and
 

genera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survey
 

covered
 

4,172
 

samples
 

across
 

mainland
 

of
 

China
 

and
 

found
 

that
 

self-brand
 

congrui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hinese
 

consumers’
 

response
 

to
 

SNA.
 

Also,
 

the
 

results
 

showed
 

some
 

generation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ttitudes
 

toward
 

SNA.
 

The
 

present
 

study
 

also
 

shed
 

light
 

on
 

some
 

cultural
 

differ-
ences

 

with
 

regard
 

to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SNA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U. S.
Key

 

words:social
 

networking
 

advertising;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advertising
 

attitudes;
 

social
 

media;
  

Sin-Us
 

differences

■收稿日期:2021-04-19
■作者单位:林升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101

陈　 瑞,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宣长春(通讯作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程　 红,芝加哥洛约拉大学;伊利诺伊芝加哥　 60601
■责任编辑:刘金波

·88· 　 2022 年第 1 期


